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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如何整合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社会共治”的组织难题，本文在梳理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组织演化与模式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症结：“条块分割”独特性造成公共食品安全应

急治理的“不完备”科层制模式，从而催生和恶化了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内在的“科层制困境”，引发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复杂

环境适应性、预案可操作性、信息传递单向性、多部门治理联动性、决策执行的制度依赖性等组织问题。基于我国公共食品

安全应急治理组织的优化逻辑，本文提出了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从组织结构、预案机制、

信息机制、决策机制、支撑机制等方面探究了其运行机制。“三制融合”是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的演化方向，

将在推进多元社会主体有效参与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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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jointly in public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We analyzed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 of public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revealed the organizational crux thereof, that is, the deficient bureaucratic model caused 
by fragmented management. This causes an internal bureaucratic dilemma fo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riggers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plan operabilit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ulti-sector 
governance, and policy dependence of 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Furthermore, we proposed a three-system-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mode and analyze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s well as planning, 
inform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support mechanisms. The three-system-integrated model is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for China's 
public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ncouraging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social subjects in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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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食品安全关系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在信息不

对称加剧、人源性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食品安全风

险逐渐呈现出高不确定性、高技术性、跨界性、隐

蔽性和多致因性等特征 [1]，致使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往往处于“事后响应、被动应对”的窘境 [2]，

难以满足现代公共食品安全风险应急治理需求 [3]。

因此，加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不断提升公共

食品安全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新时

期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提供重要保障 [4]。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涉及面广、环节多、内

容杂、难度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5]，需要

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发挥多元主体能动作用

以实施社会共治 [6]。“社会共治”作为基本原则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要求

按照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媒体监督、

消费者参与、科研机构技术支撑的社会分工，形成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合力 [7]。《“十三五”国家

食品安全规划》（2017年）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快形成企

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

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然而，社会共治的复杂性、

社会性、多样性、技术性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风

险社会共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8]。当前，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社会主体参与食

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能动性不足，缺乏有效的参

与机制，难以形成共治合力 [9]。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是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现代

食品安全风险应急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10~12]、现

代食品安全风险应急治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13~15]、

现代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模式 [7,16~18]以及食品

安全风险治理的政策演化 [19~21]等。

优化现有组织形式，探索将多元主体“有效嵌

入”现代治理组织模式，推动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

织模式的优化与重构，实现社会共治，是构建我国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基于“组织模式”视角，探讨我国公共食品安

全应急治理的组织演化与模式特征，揭示公共食品

安全应急治理的组织症结；提出“三制融合”的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可为突破食品安

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组织难题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

建议。

二、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组织演化

与模式特征

（一）组织演化：从“分段监管”到“协调合作”

1. 多环节分段监管（2003—2009年）

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市场失灵、食品安全负外部

性和公共品属性，是食品安全风险政府监管的逻辑

起点 [22]。21世纪初，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如食品链

条延伸、食品种类扩大和食品企业增多，但食品安

全监管与应急治理尚处于“混沌状态”，仅有临时

性治理，缺乏内化的工作原则 [23]。2003年，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为食品安全风险的监管

提供了机制体制保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决定》（2004年）明确了食品安

全的政府监管模式，即食品安全采用多环节多部门

监管方式，将食品链条监管分为生产、加工、流

通、消费4个环节，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

门监管”的原则，界定了农业、质检、工商、卫生

和食药监等监管部门的分工和职责。

2. 多部门综合协调（2010—2014年）

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人为分段”的多部门

监管与食品链条之间的矛盾日益强烈，引发了多部

门分段监管的诸多难题，如监管缺位、监管冲突、

监管低效率等 [24]。分段监管的多部门之间迫切需

要综合协调，建立多部门分段监管的综合协调机构

成为必要。为此，2010年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员会；2013年，通过整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的监管职

责，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机构

改革优化了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的综合协调机

制，逐渐形成了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为领导，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综合协调，多部门

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组织体制。

3. 社会共治（2015年至今）

2015年，我国开始进入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段时期的主要

思想是面对现代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复杂和动态演

化，突破政府监管“单一主体”的困境，联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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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形成社会共治合力。这一思想被称为“社会共

治”，并作为基本原则纳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然而，我国综合协调

机构建设存在大量虚化、重叠、冲突和资源浪费

问题 [25]，难以适应社会共治需求。为了更好地适

应现代公共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需求，我国

2018年启动了机构改革，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应急管理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生态环境部等新职能部门。在这次机构改革

中，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负责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

综合协调和管理，缓解了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上

的多部门综合协调问题。受食品链条不断延长的客

观约束，单一部门不可能实现食品全链条全环节的

监管，因此，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多部门监管格局

在本质上还没有改变，仅调整成为了以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为领导，地方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应急管

理部门负责协调和指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部门负责监管实施的新格局。

（二）组织模式：科层制组织

根据韦伯科层制理论，科层制指一种由训练

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

（管理）体制，是一种权力依职能与职位进行分工

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

式 [26]。理性的科层制具有专门化、等级制、非人

格化、技术化、规则化五大特征 [27]。我国公共食

品安全应急治理以食品安全委员会 ‒ 综合协调办公

室 ‒ 临时应急指挥部为运转轴心，按照中央 ‒ 省 ‒ 

市 ‒ 县 ‒ 乡五级架构，实施自上而下单向治理，满

足科层制运行的特征。

1. 专门化

专门化指组织内部要按照分工原则设置岗位

职责，明确组织分工和职责范围，组织成员按岗

位领取组织分配的任务，并专精于自身岗位工作。

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将食品链条分为生产、

加工、流通、消费4个环节，按照“多部门分段监

管”的原则，界定各监管部门的分工和职责，并根

据各部门岗位的人才需求招聘专职人员，从事专职

工作。

2. 等级制

等级制是指职位按等级排列，职权按等级划

定，下级服从上级指挥。组织成员的权威和责任由

其担任的职位决定。我国公共食品安全风险应急管

理以政府监管为主，各监管部门由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和最高层次的综合协调机构指挥。部门内

部、上下级职权关系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管理权力依附于职位，下级接受上级指挥。按照统

一领导、综合协调的原则，各监管部门接受上一级

食品安全委员会和综合协调机构的统筹、协调和

指挥。

3. 非人格化

非人格化是指组织公私界定明确，组织行动和

目标由组织理性决策，不受个人职权和个人情绪影

响。个人不得滥用职权，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工作，

努力实现组织目标。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管理是

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主，各监管部门公私关系分离。

专家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虽然公私分离程度不大，

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行为和决策接受政府的统一引

导和监管。

4. 技术化

技术化是指采用普遍性用人标准，量才用人，

组织成员根据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获得工作与薪

酬，根据工作成绩和资历条件获得职务晋升。在我

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管理的组织体制中，具备相关

专业技术资格的政府公职人员是最多最重要的成

员，具有明显的专人专职、量才用人的特征。

5. 规则化

规则化是指组织运行和成员活动过程中有明确

的规章制度，受规则限制；组织成员清楚自身岗位

职责和组织运行规范，组织决策和行动能最有效地

实现既定目标。自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食品安全

应急管理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

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

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为核心内容的法规体

系，实现了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全过程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 [1]。

（三）模式特征：“条块分割”导致“不完备”科层

制模式

与理性科层制组织不同，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

急治理组织的科层制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化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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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块结合”管理模式

理性的科层制组织有严格的等级界定和规章制

度，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命令的原则，属于严格的

“条”管理模式。该模式有唯一的最高权威顶层，

下层机构都是“条”体系组成部分，“条”体系外

再无其他管理部门。而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

采用“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属于“条块结合”

的管理模式。在部门内部“条条管理”方面，与理

性科层制组织一样，遵循的原则一致，各级部门设

置相应级别的应急管理办公室，按照规定履行和协

调辖区内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而在不同部门

之间的“块块管理”方面，各级政府机构设立相应

级别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临时指挥机

构，综合领导和协调辖区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2. “条块分割”管理特征

理性科层制组织具有非人格化特征，严格遵守

“命令 ‒ 服从”原则，不存在体制化带来的部门利

益和权力。而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是以科层

制组织为运行要件，采用多部门分段监管方式，导

致机构设置、职能划分、部门协调等工作较为繁

杂。同时，由于“部门主义”的存在，我国公共食

品安全应急治理在部门利益、职责和权力方面不可

避免地存在“竞争性”部门博弈，偏离了理性科层

制组织的基本运行轨道。

三、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组织问题

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本质上是“多

部门分段监管”为主的政府科层制模式，其优势是

可以确保自上而下的指挥贯彻畅通和上下行动一

致，在应对重大突发性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能够

良好控制与协调大规模应急组织和群体行动，快速

形成超常的应对能力 [28,29]。然而，随着现代食品

安全风险的日益复杂和动态演化特征，以政府监

管为主的“不完备”科层制模式容易陷入快速预

警响应缺乏、多部门综合协调冲突、风险信息传递

失效、社会共治合力不足、预案可操作性差的困

境 [1]，难以满足现代食品安全风险应急治理需求。

本文从组织模式视角指出，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的组织症结在于：“条块分割”的独特性形成

了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不完备”科层制

模式，从而催生或恶化了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内在的

“科层制困境”，引发了自身难以解决的组织问题。

一是应对复杂动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风险累

积、复杂致因以及不确定性是我国现代食品安全风

险的突出特征。“不完备”科层制组织模式因其自

身封闭僵化、缺乏组织活力及主动响应机制，特别

是“看不见的”风险尚未产生或后果“隐性存在”

时，趋向于选择减少成本、稳定社会秩序与免责的

行为，因而难以形成快速预警与响应效应。

二是基于事件情境的预案可操作性问题。当今

社会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诱因、风险累积、不确定

性和不可控性特征愈加突出 [1]，不仅难以预测，

还给现场风险处置与应急预案制定带来了严重障

碍。“不完备”科层制组织模式最大的缺陷是：各

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以风险预案为操作规范，以“事

件发生”和“事件后果”为启动要素，强调自上而

下指挥和行动一致，食品安全风险应急预案也呈现

出区别性不强、重形式轻内容、可操作性不强等特

征，缺乏不同情境下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风险信息传递单向性问题。信息是风险管

理决策的依据，然而在“不完备”科层制组织模式

中，决策层处在信息链条末端，信息单线条在各级

科层机构中流动，被动地按照“传送 ‒ 反馈”模式

传递。信息传递面临“层级过多、链条过长”约

束，决策层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得真实信息。甚至有

时上级决策层获得信息的时机和内容取决于下级机

构、涉事企业或爆料人，而他们都有动机选择延迟

或隐瞒信息上报以谋取利益或规避责任。

四是多部门治理联动性问题。科层制“刚性”

的体制分工，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分

工、职责和权力，严格限制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和越

界性。这也使得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难以实

现联动效应。而“条块分割”的独特性又决定了我

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需要多部门综合协调，充

分发挥多部门跨地域联动效应。因此，科层制“刚

性”体制分工，成为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综合

协调不畅的重要原因。

五是决策执行的制度依赖性问题。科层制组织

具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性，导致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

械化，风险治理未能按照“成本 ‒ 收益”进行核

算。一方面，很难按实际需要采纳新的管理方式或

接纳新的组织成员；另一方面，在突发事件频发

时，又不断产生新的组织，导致科层制组织急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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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和成本陡增。例如，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

的社会共治不足、各界参与乏力、多部门监管等

局面。

四、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组织制度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科层制困境”使得我国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科层制模式遭受质疑 [30]。

部分研究表明，随着公共安全风险的频繁发生，

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安全危机的应急管理“频频陷

入危机”，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实施的应急管理科

层制模式已难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公共安全日益复

杂和多样化的应急治理需求 [31]，亟需一种“新”

的组织模式进行替代 [32]。其中，最为受关注和影

响最广的便是合作制组织和委员会制组织。在此背

景下，探讨合作制、委员会制和科层制对于当前我

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的适宜性，成为

重要的问题。

（一）合作制组织的适宜性

1. 合作制组织的优势

合作制组织理论认为，科层制组织是典型的被

动型应急响应模式，合作制组织属于主动型模式，

更注重事前预防与化解，而不是事后造成重大损害

才显示力挽狂澜的能力，因而在应急治理方面，合

作制组织比科层制组织具有明显优势，它不仅仅是

对科层制组织模式的修补和完善，而是全面超越与

整合 [33]。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合作制组织

更能有效应对复杂风险。科层制组织擅长应对常规

性灾难，对动态演化的现代食品安全复杂风险，具

有强烈的不适应性。而合作制组织具有强大的自组

织学习能力 [34]，面对超常规的食品安全风险，更

能突破个体成员“有限认知”，通过基于安全共需、

信任共建、能力共享、知识互补的“自组织学习”

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实现集体逃离“群飞效应” [35]。

二是合作制组织更具灵活性和高效性。科层制组织

依靠体制结构实现多部门监管的合理协调，导致组

织成员的被动性和僵化性。合作制组织成员的自主

性和积极性，更利于组织沟通和协调，使组织具有

更高的灵活性，当面对复杂的食品安全风险时，更

有效率和创新弹性 [36]，易于实施灾前预防与化

解。三是合作制组织更具组织韧性和能力。合作制

组织成员因为地缘、亲缘、业缘等纽带作用，具有

更强的认同感，促进彼此信任，实现知识互补和能

力共享，从而增强组织抵抗灾难的能力和韧性 [37]。

四是合作制组织更具信息优势。科层制组织的单向

性信息传递存在信息采集难、传递链条长、信息垄

断化、发布滞后性等问题，难以保证决策信息的真

实性、及时性和准确性。而合作制组织是以地缘、

亲缘、业缘为纽带的多样化集群，信息传递呈网

络化。同时，合作制组织成员的需求共同性、知识

互补性、能力共享性和合作紧密性，进一步提高组

织信息判断和处理能力，确保信息决策更加及时

准确。

2. 合作制组织的局限性

合作制组织具有诸多优势，能够有效解决我国

公共食品安全科层制治理组织的一系列缺陷，但合

作制组织仍存在无法回避的局限性。一是科层制行

政体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以合作制组织模式为主是不现实的 [38]。二是

合作制组织有限治理能力难以满足食品安全风险应

急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为了寻求更大的应急管理

能力，合作制组织需要不断扩大组织边界，然而合

作制组织具有明显的社区性、草根性和有界性特

征，当组织规模超出有效边界时，原有组织优势就

会大幅减弱，陷入成员复杂、信息失真、组织分

化、效率下降瓶颈 [39]。三是合作制组织对成员的

约束能力远低于科层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有序运行

是基于成员信任、互助、和谐、认同等非正规合约

上。这种非正规合约的“软约束”具有很强的脆弱

性，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展和边界外移条件下，其对

成员的约束能力极为有限 [40]。四是集体逃离“群

飞效应”在突发大型灾害时难以实现。灾难发生时

通过互助合作实现集体逃离，是合作制应急组织优

于科层制应急组织的重要因素。但突发大型应急管

理事件时，往往更需要依靠来自外部有组织的大规

模援助，仅靠“熟人社区”组织成员互助合作难以

实现集体逃离；同时，信息传递常常遭到严重破

坏，合作制组织的信息优势消失。五是合作制组织

非竞争性假设存在限制条件。合作制组织理论隐含

的基本假设是合作制组织成员的利益和目标一致

性，所有成员选择合作和非竞争性行为策略。这在

规模小、非组织化成员参与、成员高度互信的基层

合作组织中常常成立，但在规模较大、存在组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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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多元化合作组织中，非竞争性假设难以成立。

（二）委员会制组织的适宜性

委员会是由若干具有平等决策权的委员组成的

决策咨询组织，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对关键事项进行

决策或指导。委员会制组织具有沟通协商、集思广

益、限制集权独断等优点，但其缺点是效率低下，

尤其不适合应急管理活动 [41]。一是在价值目标

上，应急管理面对的是社会公共层面，具有单一的

价值目标，而委员会成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

协商过程中，容易妥协折中，难以实现价值目标最

优化，甚者导致价值目标分化。二是在时间效率

上，应急管理受到极为有限的时间约束，而代表不

同利益集团的委员们要达成协商一致，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在时间效率上难以匹配。三是在责任追究

上，委员会制是集体负责，不利于责任划分和界

定，因此，单纯的委员会制组织难以适应日益复杂

的现代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需求 [42]。

（三）科层制组织的再肯定

科层制组织是我国行政制度的历史产物，脱离

科层制探讨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改革不

符合基本国情。同时，科层制组织在严密性、合理

性、稳定性和适用性方面具有优越性 [43]：科层制

权力层级机构可以确保应急决策执行的可靠性；层

级结构中的机构和成员职权界定明确，按等级和法

规运作，可以有效避免职责不清、责任推诿现象；

科层制机构的非人格化决策，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和

技能对复杂的食品安全事件态势进行合理预测，确

保食品安全风险应急决策的理性化；科层制组织行

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4]，进一步提高了应急管

理行为的稳定性；科层制组织能够最大化集中应急

资源，具备大规模集中行政能力，能够对重大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做出有效应对。

整体来看，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弊端

不在于实施科层制组织模式，而在于实施了“不完

备”科层制组织模式，导致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

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无缝隙”体系。而上述科层

制组织的诸多优势，恰恰更为符合我国国情，在任

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

急治理的科层制组织模式，不能简单地被“新”组

织模式替代，需要理性正确的选择，对现行的“不

完备”科层制模式进行优化重构。

五、三制融合：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

组织模式优化

合作制组织与委员会制组织各有特定优势，但

也存在局限性。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科层

制组织模式不能简单地被替代，而是要充分发挥三

者优势，突破科层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和委员会制

组织各自的局限性，实现自身优化重构。其优化重

构的逻辑如下：以现行的科层制组织模式为核心，

充分发挥合作制组织和委员会制组织的优化效应，

构建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

织模式，一方面强化科层制模式的组织优势，另一

方面借助合作制组织的联动功能和委员会制组织的

协商功能，打破现行科层制组织的封闭、保守与僵

化，消减“不完备”科层制组织模式对现代食品安

全风险治理的不适应性，促进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

理从“反应滞后、被动回应”向“主动治理、注重

预防”的现代化方向转型升级，实现食品安全风险

的全程控制和社会共治。

（一）合作制组织的优化效应

强化合作监管是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合作制组织对优化我国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具有重要

意义。

1. 优化县级政府与基层社区的合作

我国科层制行政体制是国务院领导下的“中

央 ‒ 省 ‒ 市 ‒ 县 ‒ 乡”五级行政结构，但应急指挥

部门仅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中设立，食品安全的信

息采集和监测预警很难直接辐射到基层社区，使得

县级应急指挥部门与基层社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模

糊区域 [45]。在该区域，可以利用合作制组织的优

势，加强合作，完善“县 ‒ 镇 ‒ 村”三级联动和合

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和群众力量，有效改善

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在信

息采集和监测预警能力方面的不足。

2. 优化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科层制组织的刚性体制分工和程序化操作规

范，致使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主要依靠政府

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社会共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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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显然，可以运用合作制组织的优势，建立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完善各方

基于合作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各社会

组织、社会媒体、慈善机构、公益性机构、志愿者

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

面 [46]。

3. 优化政府多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

当前，各级政府按照实际需要设立的应急协调

指挥机构，各监管部门设立的综合协调机构，没有

具体程序保障和问责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约

束力，难以对各职能部门间的合作进行有效协调。

因此，利用合作制组织的优势，在食品安全各监管

部门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完善制度化合

作的运行机制，是改变上述困境的有效途径 [47]。

（二）委员会制组织的优化效应

委员会制组织对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

科层制组织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化作用。一是委员会

制组织能突破科层制组织的刚性分工约束，同时委

员会成员具有较大灵活性和流动性，通常由不同知

识背景的专家或专业人员组成，以共同解决和完成

专项问题，因此，在面对超常规性问题时，委员会

制组织往往能够通过成员间的“知识碰撞”产生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二是委员会专家成员具有特长突

出、专业知识深厚和应急经验丰富等优势，能够对

食品安全突发风险的演进态势及应对策略形成更准

确的判断，避免科层制组织因信息失真常态下专业

知识不足而导致的误判。同时，委员会制组织成员

在民主商讨下形成的理性决策，既可避免应对不足

又可预防应对过度，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效率应急管

理。三是在实践中，委员会活动处在政府机构和基

层社区的中间层，可以充当信息传递的桥梁，推进

科层制组织和合作制组织的有效结合。

（三）构建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组织模式

构建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

理组织模式（见图1），关键要素在于：兼具紧密性

和灵活性的组织治理结构、可操作性预案机制、传

递有效性信息机制、可权变性决策机制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支撑机制。

1. 兼具紧密性与灵活性的治理组织结构

构建“上层科层制+衔接层委员会制+基层合作

制”的组织治理结构。首先，在基层社区推行以合

作制为主的组织形式，引导基层社区和周边社会组

织建立合作关系，完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

图1　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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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区”和合作制组织的优势，在公共食品安

全应急事件初发生但“政府应急”没有及时到达

时，引领基层需帮助的群众通过合作互助实现“群

飞效应”。其次，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保持科层制

为主的组织形式，同时在各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

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组织与基层社区之间，

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制度和协调机制，形成更有效

的制度化保障，使政府科层制组织机构的沟通协调

更加融合，在重大公共食品安全应急事件超出基层

社区的组织能力范围时，充分发挥科层制组织治理

模式的优势和作用。第三，在政府科层制组织和基

层合作制组织辐射不到的模糊区域，引入委员会制

组织，如设立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应急专家委员

会、应急治理咨询委员会等，弥补科层制组织和合

作制组织在模糊区域组织能力的不足和缺陷。

2. 可操作性预案机制

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已形成“中央 ‒ 省 ‒ 

市 ‒ 县”四级联动预案机制，但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的编制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制融合”

应急预案的编制，必须综合考虑食品安全风险要

素、多元主体参与要素、应急资源协调要素、体制

机制要素和组织能力要素，通过“三制融合”模式

建立特定机制实现各要素有机连接，建立和完善基

于“事件性质”或“事件情境”的预案启动机制，

确保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以确定性应对不确

定性，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转应急管理为常规管

理的预案效能 [48]。

3. 传递有效性信息机制

信息是应急联动和应急决策的依据，从应急启

动到终止，离不开关键信息的有效传递。通畅的信

息传递能力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血液。基于“三

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可以充

分发挥基层合作组织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专家委员会

的信息决策能力，重构信息报告流程，缩短信息传

递链条，借助媒体力量和互联网信息系统，建立从

基层收集到上层决策的有效信息传递机制，重塑公

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信息能力支撑体系。

4. 可权变性决策机制

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

织模式在管理原则上，坚持以人为本，根据突发的

食品安全事件的“特定情境”动态调整行动方案，

调动治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决策模式上，采用

程序化的规章制度对应急主体的职责和行为作出明

确规定，将部分决策权下放到基层合作应急组织，

使其在面对紧急状况时，可自行决策。在行动模式

上，可通过模块化方式发挥合作制优势，将不同的

模块化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合作小组，并就此成为基

本行动单位；合作小组成员受任务约束而非权力指

挥，因而拥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合作积极性，可

以充分发挥各组织成员专业技能和知识互补性，促

进“三制融合”组织的有序稳定运行。

5. 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撑机制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结构和治理能力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运行良好的治理组织能

够有效提高治理能力，而治理能力的提高能更好发

挥治理组织的效能。因此，构建基于“三制融合”

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需要一系列现

代化治理能力的支撑。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情境下，构建“三制融

合”治理能力支撑体系，就是要根据复杂的现代食

品安全风险动态演化特征，发展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组织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包括可操作的预案能力、

通畅的信息能力、有效的组织能力、高效的资源配

置能力、灵活的权变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

六、结语

厘清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症结，推

进组织模式优化和重构，是促进多元社会主体有效

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理论贡献与研究结论如下：① 揭示了我国公共

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存在的问题，包括“条块分

割”独特性造成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的“不

完备”科层制模式，进而带来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

“科层制困境”以及自身难以解决的复杂环境适应

性不强、预案可操作性较差、信息传递单向性、多

部门治理联动性差、决策执行的制度依赖性等组织

问题。② 梳理了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

式的优化逻辑，即以现行的科层制组织模式为核

心，充分吸收和借鉴合作制组织和委员会制组织的

优点，构建基于“三制融合”的公共食品安全应急

治理组织模式。既要强化科层制自身组织优势，又

要借助合作制组织的联动功能和委员会制组织的协

商功能，消减“不完备”科层制模式的组织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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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多元社会主体有效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的社会共

治，实现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从“反应滞

后、被动回应”向“主动治理、注重预防”的现代

化治理方向转型升级。③ 提出基于“三制融合”的

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从兼具紧密性和

灵活性的组织治理结构、可操作性预案机制、传递

有效性信息机制、可权变性决策机制、治理能力现

代化支撑机制等维度系统性探讨了该组织模式的运

行机制。

“三制融合”是我国公共食品安全应急治理组

织模式的演化方向，是推进多元社会主体有效参与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重要机制。当前，“三制

融合”在我国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基层治理体系中

已有初步体现，如广东省大力推广的佛山市顺德区

水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政府网格化监管+决策咨询

委员会+行业协会”模式。未来，关于我国公共食

品安全应急治理组织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中，亟待关

注和厘清的重点问题有，各级专家委员会融入“三

制融合”治理模式的科学化和制度化创新，食品行

业协会融入“三制融合”治理模式的体制改革、内

部治理与参与机制，“三制融合”治理模式的各地

实践和整体运行机制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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